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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态度
＊

———以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辨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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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文 海

　　摘　要：特兰特会议是１６世纪中叶天主教会为应对新教挑战而召开的具有深

远影响的宗教会议。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

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于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特兰特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实际上，如果对此次会议的文件进行深

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会议 （特别是会议的第三阶段）颁布的教规教令中，隐含

着很多涉及教宗制度的表述，其中既有维护性条文，亦有制约性规定。特兰特会

议之后，天主教世界之所以不再提及那些制约性规定，主要原因在于以教宗为首

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

关键词：特兰特会议　教宗制度　教宗权威　天主教　教会史

在近代天主教会历史上，在亚平宁半岛小城特兰特 （Ｔｒｅｎｔ）召开的、断断续续长达１８年的
“特兰特会议”① （１５４５—１５６３）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会议制定的教规教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近现代天主教会的面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内部的统一格局得到明显加强，再也没有出现

新的大分裂局面。② 同时，由于时世变迁以及教会本身的战略定位等因素，会后的天主教会又在

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具有精英化色彩的 “角色困境”。③ 特兰特会议是近现代天主教会史的研究始

发点之一，只有深入了解此次会议，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近现代天主教会的变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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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笔者的合作导师、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罗伯特·斯旺森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ｗａｎｓｏｎ）教授亦提供了许多具体指导和帮助，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即天主教会所说的 “特兰特圣公会议”（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特兰特
（标准意大利语写作Ｔｒｅｎｔｏ，但意大利的不少方言都将之写成Ｔｒｅｎｔ；其拉丁文名称写作Ｔｒｉｄｅｎｔｕｍ），

又译特兰托、特伦托、特利腾、脱利腾、天特，等等。

Ａ．Ｄ．Ｗｒｉｇｈｔ，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ａｐａｃ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５６４－
１７８９，Ｅｓｓｅｘ：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０，ｐｐ．１－２．
陈文海：《近代西方天主教会的 “角色困境”———以亚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为视角》，《历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４期。

特兰特会议之后，在罗马教廷的主导下，围绕这次会议出现了诸多演绎。因此，在考察近现代天主教
会史之时，应注意最初的 “特兰特会议”与经过演绎后的 “特兰特体系”之间的关联与差别。（参见陈
文海：《近代天主教 “特兰特体系”虚实考论———以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考察基点》，《学
术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从基本层面来说，特兰特会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教义和制度两个方面应对新教的质疑与
挑战，以重建天主教会的权威地位。① 就制度层面而言，教宗制度、教宗特权是新教猛烈抨击的
核心内容之一，② 因此，就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理应成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在会议期间，与会
者曾围绕教宗特权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关于其是非曲直和细节，自１７世纪初意大利学者保罗·

萨皮 （Ｐａｏｌｏ　Ｓａｒｐｉ）发表 《特兰特会议史》以来，各种著作均有或详或略的描述。③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按照西方学者的通常说法，特兰特会议在教宗制度问题上
最终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在教宗制度改革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英国教会史专家杰兰
德指出，与会者就教宗制度问题曾发生不计其数的争执，但最终都没有落实到文字层面。④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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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主教会召开特兰特会议的动机，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其主要观点在于
强调天主教会对自身进行改革的连续性，并尽力淡化天主教会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正是基于
“教会合一运动”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之需要，西方不少学者提出，应以 “天主教会改革”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或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这一提法来取代由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 （Ｌ．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６）１９
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推广使用的 “反宗教改革”（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这一传统概念。（参见 Ｒ．Ｐｏ－ｃｈｉａ
Ｈｓｉ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ｎｅｗａｌ，１５４０－１７７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１－４）
“天主教会改革”这一概念的提出，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少中国
学者支持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 （参见孙立新： 《试论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改革概念》， 《世界历史》

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王新中：《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山西师大学报》２００１年
第２期；刘林海：《西方史学界宗教改革研究中的新理论探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付亮：《历史学术语之争———以 “反宗教改革”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增刊）笔者对上述
新观点持保留意见。实际上，从罗马教廷为召开或续开特兰特会议所颁发的各种文件可以看出，天主
教会之所以１６世纪中叶掀起声势浩大的自我 “改革”运动，与新教派别的崛起和挑战有着密不可分的
因果关系。正视天主教会与新教派别这段剧烈的碰撞和争斗，并不会影响现代西方社会中基督教各派
别之间的和解与统一；相反，却能够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为这一争斗所付出的沉重
代价，更好地发挥历史的警示功能。笔者在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译注》（将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译者序言 “关于特兰特会议及会议成果的几个问题”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

关于新教对教宗特权及教宗制度的抨击，可详见马丁·路德的几篇檄文，Ｊａｒｏｓｌａｖ　Ｐｅｌｉｋ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ｍｕｔ
Ｔ．Ｌｅｈｍａｎｎ，ｅｄｓ．，Ｌｕｔｈｅｒｓ　Ｗｏｒｋ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ｖｏｌ．３９，ｐｐ．５５－１０４，２４７－２９９；

１９６６，ｖｏｌ．４１，ｐｐ．２６３－３７６．另可参阅 Ｈｕｂｅｒｔ　Ｊｅｄ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ｖｏｌ．Ｉ，ｔｒａｎｓ．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ｒａｆ，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ｏｍａｓ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ｎｓ，１９５７，ｐｐ．１６６－１９６；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
史》上册，孔祥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２００—２１６页。

萨皮是最早展开特兰特会议史研究的教会学者之一，见Ｐａｏｌｏ　Ｓａｒｐｉ，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Ｂ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ｉｌｌ，１６２０（此书是萨皮著作的早期英译
本，语言风格及文字拼读与现代英语存在较多差异），但是，这部著作具有颇为浓烈的 “神学论战”色
彩。１９世纪中叶以后，以注重客观记述为重要特征的兰克学派兴起，多种新版本 “特兰特会议史”先
后面世，如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Ａｌｏｉｓ　Ｂｕｃｋｌｅ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ｒｉｔｅｒｓ，ｗｉｔｈ　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ｏ．，１８５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１８８８．２０世纪中叶前后，西方学术界对特兰特会议史的研究也曾取得颇为出色的成果，其
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德国著名史学家胡贝尔·叶丁 （Ｈｕｂｅｒｔ　Ｊｅｄｉｎ）所著的４卷本 《特兰特会议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Ｋｏｎｚｉｌｓ　ｖｏｎ　Ｔｒｉｅｎｔ，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Ｈｅｒｄｅｒ，１９４７，１９５７，１９７０，１９７５），不过，只有前两卷被译
成英文，即 Ｈｕｂｅｒｔ　Ｊｅｄ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ｖｏｌ．Ｉ，１９５７；ｖｏｌ．ＩＩ，１９６１．近年来，在特
兰特会议史研究领域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年轻史家阿兰·塔隆 （Ａｌａｉｎ　Ｔａｌｌｏｎ），其主要作品有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ｌｅ　Ｃｏｎｃｉｌｅ　ｄｅ　Ｔｒｅｎｔｅ，１５１８－１５６３，Ｒｏｍｅ：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　ｄｅ　Ｒｏｍｅ，１９９７以及 Ｌｅ　Ｃｏｎｃｉｌｅ　ｄｅ
Ｔｒｅｎｔｅ，Ｐａｒｉｓ，ｄ．ｄｕ　Ｃｅｒｆ，２０００．
Ｔｒｅｖｏｒ　Ｇｅｒｖａｓｅ　Ｊ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ａｃ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学者戴维森认为， “特兰特会议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对位于罗马的教宗自己的统治机器进行改

革”。① 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教授阿尔贝里格认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出，在特兰特会议所颁一切

教令中，你几乎看不到有哪个地方提到过教宗及其权力问题”。② 美国著名教会史学者约翰·奥

玛莱甚至认为，这次会议 “在教宗权力问题上连一份教令也没有制定，毫无疑问，这是特兰特

会议最具讽刺意味的特征之一”。③

对于上述观点，有必要进行分析。从形式上看，与１５、１６世纪其他几次 “圣公会议”不

同，④ 在特兰特会议颁布的教规教令中，的确没有任何一份文献全面论述教宗或教宗制度，更没

有用来阐述教宗权威与圣公会议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参加者的成员构成可以看出，不乏教宗

权威至上论的反对者。这意味着特兰特会议不可能真正彻底地回避教宗权威或教宗制度问题，会

议制定的教规教令也难以完全不涉及与教宗相关的各种问题。如果把散见在这些教规教令中与教宗

权威问题相关的 “隐藏”信息清理出来，并加以归类分析，即可看出，在教宗权威和教宗制度问

题上，特兰特会议并非通常所说的那样 “毫无作为”。当然，在这一问题上，特兰特会议显示出

颇为复杂的矛盾特征，对于教宗权威问题，它既有很多显性的维护，也有不少隐性的制约。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兰特会议的教规教令在教宗权威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其具体表现是

什么？最终结果如何？原因又是什么？就笔者所能查阅到的相关论著来看，对于上述问题，学

术界目前尚无系统梳理；而且，国内乃至西方学术界尚无利用相关文献材料对特兰特会议与教

宗权威之间的关系进行定向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因此，笔者试图利用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

令集》⑤ 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上述问题做一分析，以期准确理解特兰特会议以及近现代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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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１９４４，ｐｐ．４４５－４５５．
①　Ｎ．Ｓ．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Ｌｔｄ．，１９８７，ｐ．２３．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Ａｌｂｅｒｉｇｏ，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ｉｎ　Ｊｏｈｎ　Ｗ．ＯＭａｌｌｅｙ，ｅｄ．，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Ｓｔ．Ｌｏｕｉｓ：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８，ｐ．２１８．
Ｊｏｈｎ　Ｗ．ＯＭａｌｌｅｙ，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Ｍｙｔｈｓ，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　Ｍ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Ｌｕｃａｓ，ｅｄ．，Ｓｐｉｒｉｔ，Ｓｔｙｌｅ，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ｙｏｌ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２１４，２１８－２１９．
例如，康斯坦斯会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１４１４—１４１８）、巴塞尔—费拉拉—佛罗伦萨—罗马会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Ｂａｓｅｌ－Ｆｅｒｒａｒａ－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Ｒｏｍｅ，１４３１—１４４５）以及第五次拉特兰会议 （Ｆｉｆｔｈ　Ｌａｔｅｒ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５１２—１５１７）都曾就圣公会议与教宗的关系、教宗的选举以及教廷的改革等制定过专门教令。详见

Ｎｏｒｍａｎ　Ｐ．Ｔａｎｎｅｒ，ｅｄ．，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Ｓｈｅｅｄ　＆
Ｗａｒ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４０７－４１０，４３８－４３９，４６６，６００－６０３，６１４－６２５．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有多种文字的版本，最早的是特兰特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年 （１５６４年）由
威尼斯学者兼印刷商保罗·马努蒂乌斯 （Ｐａｕｌ　Ｍａｎｕｔｉｕｓ，１５１２－１５７４）负责编辑并经由教宗庇护四世
（Ｐｉｕｓ　ＩＶ）批 准 的 拉 丁 文 版 本 （Ｐａｕｌ　Ｍａｎｕｔｉｕｓ，Ｃａｎｏｎｅｓ　ｅｔ　Ｄｅｃｒｅｔａ　Ｏｅｃｕｍ．ｅ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　Ｃｏｎｃ．
Ｔｒｉｄｅｎｔｉｎｉ，Ｒｏｍｅ，１５６４）。１８世纪末，著名天主教学者、鲁汶大学 （今属比利时）神学与教会法教授
勒普拉 （Ｌｅ　Ｐｌａｔ）以１５６４年版本为基础编辑完成新版的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 （Ｃｏｎｃｉｌｉｉ
Ｔｒｉｄｅｎｔｉｎｉ　Ｃａｎｏｎｅｓ　ｅｔ　Ｄｅｃｒｅｔａ，Ａｎｔｗｅｒｐ，１７７９；Ｍａｄｒｉｄ，１７８６）。１８４８年，英国学者沃特沃斯 （Ｊ．
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将勒普拉的拉丁文本译为英文 （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Ｂ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Ｏａｔｅｓ，Ｌｄ．，１８４８），在此之后的一
个多世纪中，该译本一直是英语世界中最为流行的版本。当然，后来也出现过其他英文译本，比如宗
教学者施罗德翻译的 《特兰特会议教规教令集》 （Ｈ．Ｊ．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Ｒｏｃｋｆｏｒｄ，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ＡＮ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１９４１年第１版，１９７８年第２
版）。不过，施罗德的英译本所依据的是１８５９年的那不勒斯拉丁文版 （Ｎｅａｐｏｌｉｔａ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而那不勒
斯版则是从１８３４年罗马教廷发布的 “罗马版”（Ｒｏｍａ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复制过来的。从内容上来说，１８３４年的
拉丁文本比１５６４年的拉丁文本多出两章 （见施罗德英译本第２５９—２６７、２７３—２７８页）。从用词上来说，



教会史。

一、以特兰特会议文献为基础的数据统计

如前所述，在教宗特权及教宗制度问题上，特兰特会议的确显得相当暧昧，与教宗相关的
内容几乎全部隐隐约约地散落在各项教规教令之中。如果仅从会议所颁文件的标题搜寻该会议
在教宗问题上的立场，其结果只能令人大失所望，① 如果就此得出 “特兰特会议与教宗制度问题
无涉”的结论，我们将无法深入理解会议参加者身份的复杂性，也就无法领略在教宗权威问题
上的微妙周旋。因此，要想真正弄清特兰特会议在教宗问题上的态度，就必须深入到具体条文
之中寻找蛛丝马迹。基于这一设想，笔者对散见在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的与教宗有
关的文句作了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分类。对于这一检索及分类，需作几点说明。

第一，检索范围。《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除了全文收录每次全体会议上所颁教规教
令以及各种通告之外，还收录有３位教宗为召开及续开特兰特会议所颁的训令，末尾还收录了
会议结束之后教廷颁布的另外两份文件。本文的考察对象是特兰特会议本身在教宗问题上的立
场，因此，检索范围只限于每次全体会议所颁文件，其他内容则不列入检索范围。

第二，分类标准。在检索范围内，凡是提及教宗的，不论是名词，还是代词，抑或是形容
词，也不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及的，均一并纳入统计数据之中；其中，有不少属于 “中性”描
述，它们既无维护色彩，又无制约含义。排除这些 “中性”表述之外，余者便可明确分为两类，

一类是维护，另一类则是制约。

·９０１·

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态度

① １８３４年的拉丁文本和１５６４年拉丁文本相比也有一些调整。另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诺曼·泰纳主编了
一套完整的 《历次圣公会议教令集》（Ｎｏｒｍａｎ　Ｐ．Ｔａｎｎｅｒ，ｅｄ．，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意
大利文版本，Ｂｏｌｏｇ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ｐｅｒ　ｌｅ　Ｓｃｉｅｎｚ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ｅ，１９７２；英译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Ｓｈｅｅｄ　＆ Ｗａｒ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在这部教令集中，特兰特会议文献放
在第２卷的开篇，其底本是１８５３年的 “莱比锡版”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拉丁文本 （Ｃａｎｏｎｅｓ　ｅｔ　Ｄｅｃｒｅｔａ
Ｃｏｎｃｉｌｉｉ　Ｔｒｉｄｅｎｔｉｎｉ），而这个拉丁文本是由李希特 （Ｅ．Ｌ．Ｒｉｃｈｔｅｒ）和舒尔特 （Ｊ．Ｆ．Ｓｃｈｕｌｔｅ）合作编
辑完成的。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编排方式来说，泰纳的这个版本都与最初的版本有较大差别，特别是其
内容被精简了不少。泰纳团队或许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英文版本中又将１６世纪中叶马努蒂乌斯版本
中的某些内容附注在行文之中。因此，从贴近原始文献这一角度而言，不论是施罗德版本、还是泰纳
版本，都不如沃特沃斯版本。鉴于这部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笔者以沃特沃斯英文版
为底本，将之完整地翻译为中文并对其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 （中文本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
集〉译注》总字数约为４０万字）。

①　从标题来看，在特兰特会议颁布的众多教规教令中，明确提及教宗权力问题的只有一处，即第１３次会
议 （１５５１年１０月１１日）公布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其中，第８章的标题是 “牵涉主教的那些重大案
件将由教宗审理”。从标题即可看出，这章内容是以维护教宗特权的面貌出现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章
的标题与教宗特权问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即第２４次会议 （１５６３年１１月１１日）“关于改革之教令”

第１９章，其标题是 “那些应急擢升委任状、预先委任状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委任状均被废止”。这个
标题本身并没有提及 “教宗”一词，但是，标题中所说的那些委任状都是特指由教宗签发的委任状。

可以看出，这章内容是以隐性方式对教宗特权进行限制的。另外，在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教令的小标
题中，还有几处涉及 “教廷”的权威问题，其中最为重要且有决定意义的是第２５次会议 （１５６３年１２
月３—４日）“关于改革之教令”第２１章，其标题是 “在一切事情上，罗马教廷的权威都将保持完好无
损”。详见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ｐｐ．８９，２２８，２７７．



　　第三，时段划分。特兰特会议耗时１８年方告结束，其间，发起召开和下令续开特兰特会议

的先后有３位教宗。因此，特兰特会议分成３个阶段，实际会期分别是２２个月 （１５４５年１２月

至１５４７年９月）、１２个月 （１５５１年５月至１５５２年４月）和２３个月 （１５６２年１月至１５６３年１２
月），总计约为５７个月。考虑到这３个阶段的特兰特会议在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权问题上采取的态

度不尽相同，因此，笔者依据会议的实际进程，将之分３段进行统计和分类。

１．特兰特会议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特兰特会议在教宗保罗三世 （Ｐａｕｌ　ＩＩＩ）时期召开。在将近两年里，召开过１０次

正式全体会议；１５４７年９月１４日，还召开了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在１０次正

式会议中，有４次 （第３、第４、第８、第１０次）根本没有提及教宗权限问题，甚至连 “教宗”一

词都没有出现；另有２次 （第１、第７次）虽提及教宗，但属于中性表述，不存在任何褒贬问题。

涉及教宗权限问题的有４次全体会议 （第２、第５、第６、第９次），在其颁布的各种教令中，维护

性条文有９处，限制性条文有３处 （详见表１）。可见，在这一阶段，特兰特会议文件虽然涉及

了教宗地位及权限问题，但是，不论维护性条文还是制约性规定，其频密程度都是较低的。

表１　会议第一阶段所颁文件中涉及教宗及教宗权限的相关条文分布表

（１５４５．１２．１３—１５４７．９．１４，保罗三世时期）

会议次别 提及教宗及教宗权限问题的次数 中性提及的次数 显性维护的次数 隐性制约的次数

第１次 １　 １　 ０　 ０
第２次 １　 ０　 １　 ０
第３次 ０ ０ ０ ０
第４次 ０ ０ ０ ０
第５次 ４　 ０　 ２　 ２
第６次 ７　 １　 ５　 １
第７次 １　 １　 ０　 ０
第８次 ０ ０ ０ ０
第９次 ２　 １　 １　 ０
第１０次 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１６　 ４　 ９　 ３

２．特兰特会议第二阶段

会议中断近４年之后，在教宗尤里乌斯三世 （Ｊｕｌｉｕｓ　ＩＩＩ）时期，１５５１年５月１日开始续开。

在近一年里，先后召开６次全体会议。与第一阶段的情形类似，在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权问题上，第

二阶段的特兰特会议也非常审慎。在此阶段所颁教令中，明确论及教宗问题的语句只有５处，其

中，维护性的语句有４处，制约性的语句只有１处 （详见表２）。即便将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合

在一起，涉及教宗地位及权限问题的语句也总共只有１７处，其中，维护性的语句为１３处，制约

性的语句为４处。因此，如果只看会议的前两个阶段，特兰特会议的确在尽量回避与教宗制度

相关的各种问题。不过，随着特兰特会议第三阶段的到来，这种相对平静的状况发生明显改变。

表２　会议第二阶段所颁文件中涉及教宗及教宗权限的相关条文分布表

（１５５１．５．１—１５５２．４．２８，尤里乌斯三世时期）

会议次别 提及教宗及教宗权限问题的次数 中性提及的次数 显性维护的次数 隐性制约的次数

第１１次 １　 １　 ０　 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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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会议次别 提及教宗及教宗权限问题的次数 中性提及的次数 显性维护的次数 隐性制约的次数

第１２次 １　 １　 ０　 ０
第１３次 ３　 １　 ２　 ０
第１４次 ３　 １　 １　 １
第１５次 １　 １　 ０　 ０
第１６次 ６　 ５　 １　 ０
合　计 １５　 １０　 ４　 １

３．特兰特会议第三阶段
第１６次全体会议 （１５５２年４月２８日）宣布圣公会议暂停之后，特兰特会议中断了近１０

年。庇护四世 （Ｐｉｕｓ　ＩＶ）继任之后才得以继续召开，此即会议的第三阶段。１５６２年１月１８日至

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４日，先后召开９次全体会议，颁布了众多教规教令。就篇幅而言，这一阶段所颁
文件超过了前两个阶段所颁文件的总和。在教宗及教宗权限问题上，第三阶段会议的前期和后
期也存在天壤之别。前５次会议 （第１７、第１８、第１９、第２０、第２１次）完全没有涉及教宗权
限问题。随后的一次全体会议 （第２２次）虽４次提及教宗权限问题，但均属维护性条文。然而，

从第２３次全体会议 （１５６３年７月１５日）开始，原先那种噤若寒蝉的局面出现转折，在这次会
议所颁文件中，涉及教宗问题的语句有５处，其中维护性的语句有３处，制约性的语句有２处。

在特兰特会议的最后两次全体会议所颁文件中，涉及教宗问题的语句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
线上升，而且，维护性条文与制约性规定呈现明显的胶着状态。在第２４次全体会议 （１５６３年１１
月１１日）所颁文件中，维护性条文达１９处，制约性规定达１６处；在第２５次全体会议 （特兰特
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３—４日）所颁文件中，维护性条文达２７处，制约性规
定达１５处。通观这一阶段会议文件，对教宗特权和教宗地位进行维护的条文多达５３处；制约性
的规定虽然相对少一些，但也达到了３３处。（详见表３）

表３　会议第三阶段所颁文件中涉及教宗及教宗权限的相关条文分布表

（１５６２．１．１８—１５６３．１２．４，庇护四世时期）

会议次别 提及教宗及教宗权限问题的次数 中性提及的次数 显性维护的次数 隐性制约的次数

第１７次 ３　 ３　 ０　 ０
第１８次 １　 １　 ０　 ０
第１９次 １　 １　 ０　 ０
第２０次 １　 １　 ０　 ０
第２１次 １　 １　 ０　 ０
第２２次 ５　 １　 ４　 ０
第２３次 ６　 １　 ３　 ２
第２４次 ３７　 ２　 １９　 １６
第２５次 ５１　 ９　 ２７　 １５
合　计 １０６　 ２０　 ５３　 ３３

从表１、表２和表３所列数据可以看出，在会议所颁文件中，对教宗及其权威进行维护的语
句共有６６处，其中第一、第二阶段合计１３处，第三阶段有５３处；制约性的语句总共有３７处，

其中第一、第二阶段合计４处，第三阶段有３３处。从这一总体格局可以看出，在教宗地位及权
限问题上，特兰特会议是颇为矛盾的，其主要表现有二。其一，在会议临近尾声之前的绝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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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间里 （即从第１次全体会议直到第２２次全体会议），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权问题总体上一直处
于 “被回避”状态。然而，到了最后阶段， “教宗”却骤然成了会议文件中的 “显词”。其二，

对于教宗权威的维护看起来是大张旗鼓的，但是，背后却暗含着种种制约。

特兰特会议在教宗问题上的态度虽然显得非常复杂且充满矛盾，但是，如果将之置于会议
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这一问题就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新教派别曾对天主教会的内部体制发
起猛烈进攻，而教宗制度便是首要目标，罗马教廷以及教宗本人对此非常清楚。在特兰特会议

初期，将教宗制度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并对之做出明确论断，几乎是所有与会者的共识。然而，

在会议进程中，与会者在教宗制度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争执，特别是在教宗应该享有哪些特权、

教宗与主教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宗与圣公会议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会者更是存在巨大分歧。

有些主教虽然主张对教宗制度进行某些改革，但他们的方案遭到了教宗特使的否决；而教宗特
使有时也希望对教宗制度进行一些改革，但他们却又要接受罗马教宗的遥控。正因如此，在特

兰特会议中前期，与会者在教宗制度问题上虽然各有主张，但基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种状
况反映到会议文件中，就是前文所述的 “回避”现象。

进入第三阶段之后，围绕教宗制度特别是教宗与主教关系 （即主教权力是否直接源自上帝、

主教是否需要经过教宗这一中介才可获得这一权力）的争论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更加激烈，最
终导致最为严重的会议危机。在１５６２年９月之后的１０个月中，会议陷入僵局，预定会议被迫暂

停，不同派别甚至进行械斗。期间，教宗的两位特使又相继病逝，会议进程被打乱。在教宗新
特使吉奥瓦尼·莫洛内①出任会议主席之后，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与教宗制度有关的一些条文
开始较多地被纳入会议文件之中。不过，即便如此，对于与会者而言，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权依

旧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各种相关教令中，他们一方面要高举维护教宗权威的大旗，另一方面
又要对教宗特权进行某些制约。对于这一问题，可以结合会议文件从维护与制约两个层面予以

剖析。

二、特兰特会议对教宗权威的显性维护

从表象上来说，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及教廷是充满敬重之情的。在之后的数百年中，教宗及

教廷也是从这一角度来对这次会议进行宣扬的。② 特兰特会议之所以要维护教宗的权威，其原因

不难理解，这次会议毕竟由罗马教宗本人发起召开，而且会议的本意就在于消除新教对天主教
会造成的各种冲击，进而恢复以教宗为最高领袖的天主教会一统局面。因此，要让教宗利用自
己发起的会议来 “革自己的命”显然不太现实。不过，就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而言，罗马教宗

的行动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可能顺畅，各种复杂因素必然会对其方案产生各种影响，在教宗
制度问题上出现扑朔迷离的特点也就在情理之中。

颇具戏剧色彩的是，在特兰特会议召开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深受各种问题困扰的罗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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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奥瓦尼·莫洛内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Ｍｏｒｏｎｅ），罗马枢机主教。１５５７年，教宗保罗四世怀疑他信仰异端而将
之囚禁于罗马。１５５９年保罗四世死后，莫洛内获释，教宗庇护四世宣布他无罪。１５６３年，莫洛内被任
命为特兰特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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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１９－３７．



廷对于自身是否能够主导此类会议并无多大自信。从１５１７年马丁·路德向天主教会发难之时

起，到１５４５年天主教会正式召开特兰特会议为止，经历了２８年之久。在此期间，尽管召开 “圣

公会议”的呼声不断，但是，教廷方面特别是教宗克勒蒙七世 （Ｃｌｅｒｍｏｎｔ　ＶＩＩ）等人对此类会议

一直怀有潜在的畏惧心理。虽然教廷声称 “只有教宗有权召开圣公会议”，但新教方面却认为这

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教理上，召开圣公会议的权力都不应由教宗垄

断，“我们单凭圣经所说就能召开圣公会议”，而且 “每一个基督徒”都 “有权为圣公会议的召

开竭尽全力”；同时，新教方面宣称，圣公会议的权威高于教宗，如果教宗犯错，圣公会议有权

废黜之。① 因此，教廷方面一直担心，如果圣公会议的主导权不能由教廷控制的话，圣公会议就

有可能变成一次罢免教宗的大会。然而，在既有强硬手腕又有变通能力的教宗保罗三世主政之

后，罗马教廷对召开圣公会议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

在保罗三世的斡旋下，天主教会最终决定于１５４５年在特兰特召开圣公会议，主要目的是应

对新教的挑战。保罗三世之所以对召开圣公会议颇为热心，而且并不担心此次圣公会议演变成

反教宗的会议，撇除其自身的宗教情结不论，就现实角度而言，其基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保罗三世对特兰特会议的议程有着自己的一套设想。虽然说新教是从教义和制

度两个层面向天主教会发起进攻的，但保罗三世认为，会议的根本要务是解决由马丁·路德引

发的教义问题，“要把天主教教义与改革派说教区别开来”。② 在教会制度改革问题上，特别是在

那些事关教宗制度以及罗马教廷等重要问题上，圣公会议则不必也不应投入过多精力，改革之

事应由教宗本人来实施。其次，保罗三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适当方式控制会议本身。从保罗三

世为召开特兰特会议而颁布的通谕可以看出，在筹备这次会议的最初几年中，保罗三世原本一

直准备亲自出席并主持这次特殊的圣公会议。后来由于其他变故，他又决定先由自己委派的三

位特使主持会议开幕式并负责会议初期工作，完成手头急务之后，他本人将亲赴会议地点以便
“更加精确地亲自处理一切事务”。③ 然而，１５４５年特兰特会议召开之时，保罗三世已是７８岁高

龄。虽然保罗三世已经没有精力亲自与会，但他向会议派出的三位特使都是他的得力亲信 （其

中两人后来成为教宗）。另外，教宗及其教廷还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控制会议的议程和走向，比

如，鼓励并督促那些亲罗马的主教特别是意大利地区的主教们参加会议，④ 规定按人头对会议文

件进行表决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按国家进行表决，⑤ 如此等等。

如果按照保罗三世的思路来召开特兰特会议，操控权将完全掌握在教廷手中。但是，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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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Ｈｕｂｅｒｔ　Ｊｅｄ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ｖｏｌ．Ｉ，１９５７，ｐｐ．１６６－１９６；另见托马斯·马丁·林
赛：《宗教改革史》上册，第二编，第２１４页。

Ｈｕｂｅｒｔ　Ｊｅｄｉｎ，Ｐａｐａｌ　Ｌｅｇ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Ｓｅｒｉｐａｎｄｏ，ｔｒａｎｓ．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Ｃ．Ｅｃｋｈｏｆｆ，

Ｓｔ．Ｌｏｕｉ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Ｂ．Ｈｅｒｄｅｒ　Ｂｏｏｋ　Ｃｏ．，１９４７，ｐ．１７９．
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Ｃａｎｏｎｓ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ａｎｄ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Ｔｒｅｎｔ，ｐ．４．
有学者做过统计，在整个特兰特会议期间，先后有２７０位主教参加会议，其中，意大利人１８７位，西
班牙人３１位，法国人２６位，德意志人只有２位。在最终文件上签署姓名的总共有２５５位教会人士，其
中，至少有１８９位是意大利人。来自意大利的这些会议代表在经济上大都不是非常富裕，他们对教皇的
依赖程度较大。详见Ａ．Ｇ．Ｄｉｃｋｅｎｓ，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６８，ｐ．１０９．
在１５世纪的康斯坦斯圣公会议上，投票表决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而且，所有参会的主教、修道院
院长以及神学家均有权参加投票。特兰特会议则改回古代的传统做法，即采取一人一票制，而且只有
主教及主教以上的圣职人员以及几大修会的会长才有投票权。参见 Ａ．Ｇ．Ｄｉｃｋｅｎｓ，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１０９．



总会出现各种 “意外”。在特兰特会议主要议题的选择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主张从制度层面上对天主教会进行严格规范。由于查理五世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态度
对于特兰特会议能否进行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相互妥协， “制度改革”与
“教义阐述”成为特兰特会议两个平行的中心议题。不过，即便如此，教廷方面在会议进程中依
旧占据着相对优势。从漫长的特兰特会议进程可以看出，会议之初确定的这一模式具有恒常的
效能，即便在教宗保罗三世和皇帝查理五世去世之后，第二、第三阶段的特兰特会议也都遵循
着这一会议模式，直至１５６３年１２月会议正式落幕为止，均没有出现变化。

在特兰特会议的第二、第三阶段，教宗尤里乌斯三世和庇护四世都没有亲自参加会议，而
是委派自己的亲信作为教宗特使并让其担任会议主席。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教宗特使出面维护
教宗的传统权威，比教宗本人亲自出面更为方便，也更为有效。因此，在特兰特会议制定并颁
布的诸多教规教令中，从标题上来看，极少有直接针对教宗制度本身的，而且，在具体行文中，

有很多地方是明确要求维护教宗权威的。我们可以根据 “护主”条文，作一分类考察。

其一，对教宗进行常规祝福。在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教令以及相关文件中，对教宗表示祝
福和感谢的条文出现在会议初期和会议结束之日。例如，会议赋予教宗以 “最神圣的主教”之
地位。１５４６年１月７日的 “关于圣公会议期间应循生活方式及其他诸事之教令”中有言：“要像
圣灵那样，在使徒的教导下，为教宗这位最神圣的主教……进行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如
果这样，吾等就可以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就可以享受和平，就可以看到信仰的增强。”又如，

特兰特会议确认教宗是整个教会的最高首脑并对之表示祝福。在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４日闭幕式上，与
会者首先对健在的教宗庇护四世进行祝福：“洛林枢机：至圣的庇护是教宗、是吾主、是神圣普
世教会之宗座。敬祝至圣的庇护延年长寿，名垂青史。众父老回答：啊，教会的至圣至洁之父，

上帝将确保您生年长久、延年长寿。”接着，与会者又对两位已故教宗 （即特兰特会议第一、第
二阶段的发起者）进行追思和祝福：“枢机：正是依靠至圣的教宗保罗三世和尤里乌斯三世的权
威，本届圣公会议才得以召开。敬祝这两位教宗的灵魂永享上帝赋予的平静与安宁，永享恒久
的光荣，永享圣徒般的幸福。回答：铭记他们，祝福他们。”① 这类祝福性的语句虽属常规且数
量不多，但其定位是明确的，意在表明教宗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

其二，认可教宗在过去制定的规章。特兰特会议对天主教会的历史传承甚为重视，而且通
过对以往教宗所定规章的认可来重现教宗的权威。例如，１５４６年６月１７日 “关于改革之教令”

的开篇有言：“本圣公会议忠于并接受诸任教宗……所制定的规章，同时亦要为之增添某些内容。”

再如，１５６２年９月１７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中规定：“在过去的岁月中，教宗们……曾不断制定
并颁布各种有益的典章制度，要求教士在生活作风、言行举止、服饰打扮以及知识学问方面严守
规范，而且还要求他们必须杜绝奢华、享乐，不得跳舞、赌博，不得娱乐、消遣，不得犯有任
何罪行，不得追逐世俗名利……从今以后，教宗们……制定的那些典章制度必须得到遵守……”

又如，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３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中规定：“对于……教宗就保护教会人士、捍卫
教会自由、惩治侵权者而颁布的其他一切法令，所有人都必须严格遵守。”② 从数量上来说，这
类教令也不是很多，但其体现出来的维护教宗历史形象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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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在具体事项上赋予教宗以各种权威。据笔者统计，在行文涉及对教宗权威进行维护

的教规教令中，约有２０处属于这类情形。例如，在对地方教长进行监管方面，特兰特会议确认

教宗享有最高权威。１５４７年１月１３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中规定： “如果总主教擅离职守，

那么，该教省中年纪最长的教区主教……必须在三个月之内以信函或派遣信使的方式将相关情

况反映到罗马教宗那里……罗马教宗将凭借其享有的最高主教教座之权威，视各位不驻寨教长

在藐视法纪问题上的严重程度，对之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他还可以为各地教堂提供更为合

用的圣职人员……他会知道什么样的圣职人员有益且有用。”再如，在司法裁判权方面，特兰特

会议多次强调教宗的权威。１５５１年１０月１１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规定：“在事涉主教的有些

案件中，根据主教被控之罪的性质，有的需要他们亲自出庭受审。这类案件将移送到教宗那里，

由他做出决断。”当然，这一规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确认教宗拥有最高司法裁判权，另一

方面是为涉案主教提供适当的保护，使之免受世俗权力的侵扰。１５５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的 “关于至

圣的告解礼和临终涂油礼之教令”中规定：“对于某些比较严重的案件”，教宗 “有权保有独断

审判权，他人无权干涉。”１５６３年１１月１１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规定：“如果主教事涉比较

严重的刑事案件，或者如果主教涉及异端罪……那么，这类案件的审理权只能归教宗本人，也

只能由教宗本人对之做出裁决。”又如，在各地主教的遴选方面，特兰特会议认定教宗拥有合法

的权威。１５６３年７月１５日的 “关于授职礼之教规”规定：“如果有人持下述主张，那么，此人

应受绝罚，即：凭借罗马教宗之权威而被遴选出来的那些主教并不是真正且合法的主教，这种

遴选工作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臆造虚妄之事。”另外，特兰特会议规定，在遇有新问题的时候，

首先应听取教宗的意见。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３日的 “关于对圣徒的祈求与崇敬，并论及圣骨、圣物和

圣像”规定：“对于那些前所未有的新事或者那些在教会中并不常见的事情，如果事先没有征求

过至圣之罗马教宗的意见，那么， （任何人）都不得对之做出决定。”除上述各种规定而外，

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４日，特兰特会议决定，制定 “禁书目录”、“教义问答手册”以及 “弥撒经书”等

工作将全部 “由教宗根据自己的判断并运用其权威来完成”， “然后由教宗将结果公布出来”。①

对于罗马教宗而言，特兰特会议的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后续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给教宗及其教

廷在会后的岁月中掌控会议成果的解释权留下了巨大的回旋余地。此外，特兰特会议还从其他

诸多方面赋予教宗以至高无上的权威，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其四，从总体上维护教宗的最高权威。如果说以上所述的这些比较零散的规定难以完整体

现特兰特会议在教宗制度问题上的总体思路的话，那么，其他一些条文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首先，确认教宗及其统辖下的教廷具有至上权威。１５４７年３月３日 “关于改革之教令”的开篇

序言说：“在一切事情上，要永远维护罗马教廷的权威。”１５５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的 “关于至圣的告

解礼和临终涂油礼之教令”规定：“在普世的教会中，教宗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威”。其次，必

须一心一意地服从教宗和教廷的领导。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３日 “关于改革之教令”规定：“在本圣公

会议闭幕之后各地举行的第一次教省教务会议上，他们……必须要承诺并宣誓真正服从至高无

上的罗马教宗”；而且，教令还规定，“在已故教宗保罗三世和尤里乌斯三世时期以及在至圣的

庇护四世时期，本圣公会议就道德风尚和教会纪律改革之事颁布了一系列教令，但是，不论这

些教令中有什么样的条文，也不论这些教令是如何表述的，在这些问题上，罗马教廷的权威都

是不可触动的。”另外，赋予教宗对特兰特会议文件的最终裁决权。为了表示对教宗的忠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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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特会议在会议结束之日做出如下规定：对于特兰特会议 “制定和界定的所有内容和每一项内
容，会议主席以及教廷特使将以本届圣公会议的名义请求至圣的罗马教宗予以确认”。① 可以说，

有了以上原则性规定，教宗的权威形象以及教宗制度的不可动摇性已是呼之欲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虽然说特兰特会议没有单独就教宗及教宗制度问题制定明确的教令，

但是，分散在各种教规教令中的与教宗及教宗制度有关的规定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果将之进行
系统的归纳总结，完全可以编制出一份比较全面的以维护教宗权威为指向的 “特兰特教令”。而
且，在这份 “教令”中，既可以有总纲，也可以有细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特兰特会议召
开之前，教宗及其教廷最为纠结的问题之一就是圣公会议与教宗二者的权威孰高孰低问题。随
着特兰特会议的落幕，这一问题实际上就已有了明确的答案。虽然特兰特会议并没有就这个问
题制定任何教规教令，但是，通过几句 “附带的”条文，在特兰特召开的这次 “圣公会议”已
经实实在在地将自身定位为教宗的 “下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教令
中，涉及教宗权威问题的表述并非只有以上所述的这些内容。在忠心耿耿、一心护主的表象之
下，特兰特会议还以隐晦而曲折的方式对传统的教宗特权做出了多种多样的制约。

三、特兰特会议对教宗特权的隐性制约

处于内外交困的１６世纪天主教会毕竟不同于中世纪鼎盛期的那一挥斥方遒的天主教会，中
世纪晚期以来的罗马教宗毕竟不能与中世纪鼎盛期那些颐指气使的教宗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形
下召开的特兰特会议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对教宗及教宗制度进行无条件的颂扬。在这个颇为复杂
的问题上，有几个因素尤为值得关注。

首先，教宗制度本身长期以来便已遭到各种诟病。自中世纪晚期开始，罗马教宗的形象就
已江河日下，在天主教会内部以及整个西欧社会，以教宗为批判和讽刺对象的各种出版物不断
涌现，对教宗滥用特权的谴责以及对教宗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② 因此，对于参加特兰
特会议的那些主教和神学家而言，即便没有读过马丁·路德等人对教宗制度进行讨伐的言论，

他们也不可能对教宗制度的流弊一无所知或无动于衷。③

其次，圣公会议参加者的多元性决定了特兰特会议不可能完全按照教宗设想的 “一元化”

道路一路高歌。至少从表面上说，特兰特会议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的一次 “全会”，而这类会议的
一个惯例就是与会者有权 “畅所欲言”。而且信奉 “圣公会议至上”、主张教宗权威位于圣公会
议之下者一直不乏其人。罗马教宗可以尽量发动自己的支持者参加会议，但对于天主教世界内
部有资格参加会议的异议人士，他又无权阻止他们参会。同时，为了免于遭到内部反对派的指
责，教宗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 “中庸”之形象。④ 正是由于这种微妙而复杂的局面，在参
加者中，出现了一批对教宗权威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其中主要是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代表。⑤

从会议的实际进程也可看出，在讨论和表决会议文件特别是那些事涉主教与教宗权力关系文件

·６１１·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ｐｐ．５８，１０１，２５５，２７６，２８１．
详见Ａ．Ｇ．Ｄｉｃｋｅｎｓ，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ｐ．９－１８．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Ｍｕｌｌｅｔｔ，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９，ｐｐ．１－２８．
Ａ．Ｇ．Ｄｉｃｋｅｎｓ，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ｐ．１０７－１０８．
参阅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ｃｏｔｔ　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ｖｏｌ．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１９７５，ｐｐ．８６６－８７３．



的时候，往往有反对意见和反对票出现。①

再次，在地方教会的管理上，各地主教希望获得较大程度的自主权。在天主教会 “圣统制”

之下，教宗及教廷不仅在主教叙任方面握有绝对权威，而且对各地教会的具体事务也拥有巨大

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对于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新教方面曾给予猛烈抨击，天主教会内部
也多有不满，而特兰特会议恰好为主教们排遣这种不满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们开始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对教宗滥用特权现象进行批判，而且

试图以多种方式对教宗的权力进行制约，甚至用颇为 “体面”的方法对教宗权力实施 “分权”，

进而将相关条文融进了这次会议所颁的教规教令之中。为了明辨其中的奥妙曲折，我们可以对
分散在特兰特会议教规教令中的有关制约教宗权力的条文作一分类梳理。

其一，以比较和缓的方式指出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并以劝谏的方式提出建议。例如，

在主教和枢机的人选及选举问题上，教宗拥有特殊的权力，而且教宗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将这
种权力授予他人。很明显，这种缺乏制约的权力机制很难保证用人的准确有度。１５６３年１１月１１
日，第２４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关于改革之教令”，其中的第１章 “主教与枢机的选举程序准
则”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批评：“在对相关之人进行擢升并将之委任为教堂主管这样的事情中，有

这么一些人，他们从罗马教廷那里获得某些权利，从而可以在上述擢升之事中发挥某种决定作
用……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本圣公会议对这种状况无法作任何的改变。但是，对于所有这些人
以及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本圣公会议还是要进行敦促和告诫……他们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事情，

莫过于尽心竭力地把有能力管理教会的优秀人物擢升到牧者职位上来。”从教令的言词用语中可
以看出，与会者对教宗及教廷在用人问题上的弊端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又明确表明无力改变这
种状况，因此只能作无可奈何的规劝。随后，该教令又就枢机选举问题对教宗提出了忠告：“本

圣公会议在其他一些场合还制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条款，对拟被擢升为主教者的生活作风、年
龄、学识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条件作了规定。本圣公会议规定，在选举神圣罗马教会枢机 （即便
所选出的枢机在圣职级别上仅是助祭）过程中，同样必须要遵循以上所述的所有条款；如果至

圣的罗马教宗能够在基督教世界各国中发现合适的枢机人选，那么，他就应该尽其所能地从基
督教世界中的所有国家中遴选枢机。”该教令的末尾写道： “教会面临着许许多多非常严重的痛

苦不堪之事，在这些苦恼之事的震动之下，本圣公会议不由自主地想起，对于上帝的教会而言，

没有什么比下述这件事更加必需了，即：神圣的罗马教宗应该心系普世教会，这是其应尽之职
责；他应该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施展其挂念之情，只挑选那些最为杰出之人出任枢机并与之

密切合作；还应该把那些最为正直、最有能力的牧者委派到每一个 （地方）教会。”② 在这里，

教令反复使用 “应该”一词，规劝教宗在任人用人方面必须遵循某些原则，从中也不难感受到，

与会者对教宗在任命枢机问题上是非常不满的。又如，同样是在１５６３年１１月１１日，特兰特会

议还公布了另外一份教令，请求教宗在修道院的规范管理问题上恪尽职守：“本圣公会议首先要
向至圣至洁的罗马教宗提出希望，即，出于自身的虔诚与审慎，罗马教宗必须将下述之事作为
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即，对于那些在目前处于代管状态的修道院③以及那些女修院而言，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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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委派主管问题上，一旦教宗认为时局许可，就应该挑选具备下述资格的圣职人员作为那些修

院的主管，即：必须 （与上述修院）同属一个修会，必须已在该修会中公开发愿，而且要具备

带领并管理属下羊群之能力。”① 在这里，教令同样反复使用 “应该”之类的词语，一方面对教

宗在修道院管理问题上的失职表达不满，另一方面又对教宗提出了明确的履行职责之要求。在

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教令中，劝谏性的条文虽然不多且不像正规条文那样具有 “强制性”，但其

言辞依然比较激烈，对教宗职权的期望和定位也是非常明确的。

其二，以具体的条文规定教宗在某些事项上的权限及行为准则，或取消教宗的某些传统特

权。例如，１５６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关于改革之教令”规定，事涉主教的严重案件只能由教宗审理，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教宗可以委托专员来审理，但是，教令对教宗的委托事宜做出了严格规定，即，

“教宗赋予那些专员们的权力绝对不能超出以下限度，即，他们只是根据事实收集相关信息材料，

草拟诉讼程序，然后迅速将之呈交给罗马教宗”。② 这就对教宗滥用权力进行权力再分配现象作了

明确限制。再如，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３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直接要求教宗必须按照规定履行自己

对相关大学的监管职责，规定 “有些大学是受教宗直接保护的，对这些大学的巡访③工作也是由

教宗负责的，对于这些大学，教宗必须要委派代表，由他们按照前文所述的方式并按照教宗本

人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对之进行有益的巡访和改革”。④ 另外，从传统上来说，教宗可以利用其特

权向自己中意的人选颁发应急擢升委任状或预先委任状，对于这一极易滋生腐败的做法，特兰

特会议于１５６３年１１月１１日明确予以废止，规定诸如此类的委任状 “均不得再被授予任何人，

即便是以教宗特权之名义做出的……；不论何人，如果继续使用此前颁予的这类委任状，都将

是非法行为。因此，不论是那些真意保留书，⑤ 还是与有俸圣职在未来出缺之事相关的那些恩

惠，抑或是与他人之教堂有关或与修道院相关的那些教宗特权，均不得授予任何人，甚至不得

被授予神圣罗马教会的枢机；在此之前所授予的那些真意保留、恩惠或特权将被视为已被废

止”。⑥ 在委任具有继承权的助理⑦主教问题上，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３日的教令也对教宗的权限做出了

限制，规定：“在委任这类有继承权的助理之前，至圣至洁的罗马教宗首先要对相关事由做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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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纪及近代前期的教会法，如果某一有俸圣职出缺，那么，在委任新的持有人之前，该圣职由某一圣职
人员 （通常为主教）代为管理，而且代管人享有与该圣职相关的各种收益。１８３６年，天主教会取消了
这一做法。

①　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ｐ．２５１．
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ｐ．２１２．
巡访 （ｖｉｓｉｔａｔｉｏｎ），亦称 “巡视”、“视察”，有 “纠偏”或 “惩治”之意。依据教会法的规定，教会上层
领导每年均要在一定时期内察访辖区内的各个堂区和相关机构，而且要对这些堂区或机构的圣职人员
的品行进行考核。对于教会上层领导而言，巡视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ｐ．２５６．
真意保留 （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亦称 “意中保留”或 “心中保留”，指说话者或写作者的原意与其表
面意思不尽相同；在这里是指教宗通过委婉的方式将某个有俸圣职或其他职位指派给某人的那种隐晦
做法。

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ｐｐ．２２８－２２９．
有继承权的助理 （ｃｏａｄｊｕｔｏｒ），通常是指助理主教 （ｃｏａｄｊｕｔｏｒ－ｂｉｓｈｏｐ），这是由教宗任命的一种领衔主
教，协助当任主教管理教区，并享有主教职位继承权。



真的审查，而且还要确保相关人选在所有资格条件上都必须符合法律以及本圣公会议对主教和

其他各种教长所定的资格要求；如果不按以上规定行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那些特许

都将被视为诡秘行为。”① 与前面所述的那些劝谏性条文相比，这类条文显然具有强制性特征，

此前饱受诟病的由教宗把持的某些特权要么被明令取消，要么受到严格限制。

其三，以 “不让步”的方式间接取消教宗的诸多特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宗凭借自身

的独断权威向不同的个人或团体赐予各种各样的特权，而这类特权的泛滥最终成为教会秩序的

严重祸害。因此，取消这类特权就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据笔者统计，在特兰特会

议所颁教规教令中，共有２１处涉及这一问题，而且这类条文全部出现在特兰特会议第三阶段。

例如，关于圣职授予的程序问题，１５６３年７月１５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规定：“在同一天之

内，不得 （向同一个人）授予两个品级的圣职……不论是什么样的教宗特恩，也不论这些教宗

特恩是颁给谁的，凡是与本规定相左者，均属无效。”在１５６３年１１月１１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

令”中，有着更多的此类条文。例如，在圣职买卖问题上规定：“不论是谁，不论他是以何种方

式违反本教令所规定之事项的，都将被视为买卖圣职者而招致以上所述的那些处罚；不论是什

么样的条例、规章或习俗……即便是经教宗批准认可的，只要是与本教令相左的，均属无效。”

在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３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中，此类条文多达１０条。例如，关于外人出入女修

院问题，规定：“只有在遇有迫不得已之事时，主教或修会上司才可批准他人进入女修院；其他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给予这样的批准……即便他曾经获得教宗颁发的特权，那他也不得凭借

这些权力和特权而批准他人进入女修院；今后，即使他获得这些权力和特权，也同样不得凭借

之而批准他人进入女修院。”再如，关于教会出租自身权益问题，规定： “不论是出租教会司法

管辖权，还是出租对属灵事务副手的任命权或委派权，都将是非法的；对于承租人而言，如果

他们行使上述这种租借而来的权力……其行为也都是非法的。如果有人违反规定而给予他人以

这类承租权，那么，即便作此决定的是罗马教廷，其行为也都将被视作诡秘之举。”又如，关于
“葬礼四一捐”② 问题，规定：“从今以后……这种捐税一律要交给主教座堂或堂区教堂……不论

是什么样的授权、恩典、特惠 （即便是被称为 ‘海洋’③ 的由教宗颁予的特权）……只要是与本

规定相左的，均属无效。”④ 以上条文从名义上说是针对那些从教宗那里获得特权之人的，但是，

获得特权者与颁发特权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依据这些条文，罗马教宗的传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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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及中世纪时期，主持丧葬礼仪之所得一直是教区或堂区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近代早期，

这一规则一度弛废，但特兰特会议对之进行了修正。不过，在现代天主教会中，由教区收取丧葬费用
的做法已经消失，相关收入及相关权利已完全归属堂区神父。简单而言，在这个问题上，堂区神父的
权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如果堂区居民死后安葬在本堂区，其本堂神父则有权享有与此相关的
捐赠。其二，如果堂区居民死后安葬在本堂区以外的地方，死者家属仍须向本堂神父缴纳四一捐 （ａ
ｆｏｕ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ｅｓ，拉丁文称作ｑｕａｒｔａ　ｆｕｎｅｒａｌｉｓ或ｑｕａｒｔａ　ｆｕｎｅｒａｌｉｕｍ，丧葬费用四分之一的额度）。按照
天主教会的说法，收取这类费用是合法的，这是因为堂区居民与堂区神父之间存在着一套权利义务关
系，即：神父为死者生前的一生付出漫长的属灵劳动，而付出劳动就应有所收获；同样道理，死者曾
从神父那里获得过诸多照应，因此理当以合理的报酬向神父表示谢意。
“海洋”（ｍａｒｅ　ｍａｇｎｕｍ），中世纪及近代西方对教宗谕令的一种通俗称谓，意指教宗给予人们的恩惠有
如海洋之浩瀚。

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ｐｐ．１８４，２２２，２４０，２６８，２７０．



力也就相应受到了制约，天主教会内部的社会秩序也将得到相应的规范。

其四，赋予各地主教以 “教宗代表”或 “教廷代表”的身份，以此分解教宗对地方教会的

控制力度。从教阶制的本原来说，教宗与各地主教处于同一级别；但是，随着圣统制的确立，

教宗逐渐取得了凌驾于其他主教之上的特殊权威。作为参加特兰特会议的主力阵容，各地主教

对自身的权力格外关注。虽然他们不可能像新教那样明确提出 “各自为政”的理念，但也不愿

承认自己是 “教宗的副手”，他们希望扩大地方教会的自主权。参加特兰特会议的主教们借 “教

宗代表”或 “教廷代表”的身份，强调在所辖地区拥有自主行事的权力，甚至提出主教在各自

辖区拥有 “教宗权威”这种说法。例如，１５４６年６月１７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规定：“如果

布道员……宣扬异端邪说，即便他声称自己根据某一总体特权或某一具体特权而享有豁免权，

主教也将依据法律规定或当地的习惯法对之进行处置。在处理这类事情时，主教拥有教宗的权

威，主教就是罗马教宗的代表。”再如，１５５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的 “关于至圣的告解礼和临终涂油礼

之教令”规定：“在各自的教区内，所有的主教都被赋予对其臣民的权威，而且这种权威要高于

其他级别较低的神父，主教们可按照 （与教宗）同样的方式依法行事。”又如，１５６３年１１月１１
日的 “关于改革之教令”中规定：“在对属民的道德教化进行惩戒和规劝的一切事务上……作为

罗马教廷的代表，主教……有权发布命令、有权进行监管、有权进行惩处、有权贯彻实施，这

是主教的权利，也是主教的权力。”另外，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３日的 “关于修士与修女”的有关表述

更是直接取消了教宗在相关事务上的传统权利，而将之转归各地主教：“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的

那些女修院以及被冠以 ‘圣彼得修团’或 ‘圣约翰修团’或其他诸如此类名称的那些女修院都

将由主教———罗马教廷的代表———负责监管，至于其他一切规定，只要是与本教令相左的，一

律无效”。① 需要注意的是，在特兰特会议期间，围绕教宗与主教的关系问题，既有许多神学上

的争执，也有许多现实利益的争吵，不论双方是如何妥协的，基本事实就是，特兰特会议所颁

教规教令既对主教提出了诸多严格要求，同时也赋予主教以更多、更广、更明确的权力，与此

相应，教宗对地方教会的实控权则受到一定的制约。

纵观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教令，其中涉及对教宗制度进行改革或对教宗滥用特权现象进行

制约的地方多达数十处。虽然这些条文基本上都是穿插在以其他内容为主题的教规教令之中的，

具有一定的 “隐蔽性”，但并不会真正影响我们对特兰特会议在教宗制度问题上的基本判断，

即，对于教宗制度问题，特兰特会议既无法真正回避，也没有真正回避，会议之前西欧社会对

教宗特权及其流弊所提出的各种批判意见，有许多都能在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教令中找到相应

的答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相关的条文全部梳理出来并对之进行归类组合，同样可以得到

一份比较系统的 “关于改革教宗制度之教令”。然而，教令本身与教令的实施结果毕竟不是同一

回事，历史过程的诡异性在这个问题上彰显无遗。随着特兰特会议的落幕，这次会议所颁教规

教令中的那些涉及教宗制度改革的条文最终还是成了镜花水月。

四、隐性制约的流产与显性维护的张扬

可见，特兰特会议 （特别是会议的第三阶段）对于教宗特权以及教宗制度还是比较关注的，

但是，其态度及处理方式却明显处于矛盾境地。一方面，会议明确宣称 “在一切事情上，要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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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维护罗马教廷的权威”，而且，会议所颁的一切教规教令都需得到教宗认可方为有效；另一方

面，与会者们又通过多种方式把制约教宗权力的各种条文融进了特兰特会议教规教令之中。这

种欲说还休的状况恰恰体现了特兰特会议的天主教 “正统”性质。① 对于绝大多数参加者而言，

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他们之所以听从罗马教宗的号召而前往特兰特开会，之所以克服重重困难

并长期居留在特兰特以讨论各种问题，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依旧在相当程度上认可教宗的权

威，但是，出于对教宗特权所带来的各种积弊的忧虑以及对加强自身权力的渴望，他们又必然

要对教宗的绝对权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腐败做出相应的反应。然而，由于身在体制之内，加

之整个会议进程一直受到罗马教宗的强力遥控，他们终究无法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而只能

通过比较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至于会议代表中的那些 “异见人士”，其有关论点对于

教规教令的具体表述的确会产生某些影响，但是，他们终究不可能左右会议的总体走向。

即便在教宗制度问题上的表述已经比较谨慎，在会议进入尾声阶段，很多与会者还是产生

各种各样的担心，认为如果会议制定的教规教令得不到教宗的批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

东流。事态发展也的确表明并非杞人忧天。在会议结束之际，有些人公开动议，要求教宗推迟

批准会议文件，或者要求教宗对会议文件进行删减和修正。② 教宗庇护四世本人对特兰特会议的

所有文件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对于某些内容也是有着很大的保留意见。

然而，在 “对相关内容”“深思熟虑”并听取 “诸位可敬的枢机兄弟”的意见之后，教宗庇

护四世还是毫不犹豫地 “批准”了多有龃龉且对教宗制度做出诸多限制的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

教令。③ １５６４年１月２６日，即在教宗特使从特兰特城返回罗马之后不久，庇护四世便召开御前

会议听取特使们的汇报，然后直接做出决定：“对于在已故教宗保罗三世和尤里乌斯三世时期以

及在朕当政时期由此次圣公会议制定和阐论的所有教令和每一份教令，一律予以批准确认；朕

下令，所有基督信徒都必须接受并毫不亵渎地遵守这些教令”。④ 如果单从这份简短的确认令来

看，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所作的各种修正或限制似乎都将得到 “毫不亵渎”的执行，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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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会人员的宗教派别来看，特兰特会议实际上就是天主教徒的一次集体会议，东正教会并无代表参
加会议。至于新教徒，特兰特会议曾呼吁他们参加会议，并多次颁布名曰 “给予抗议宗教徒的通行许
可”之教令，其中不仅承诺给予新教徒以安全保证，而且给予他们以各种各样的 “自由”，例如，“可
以自由交换意见，自由提出建议，自由讨论本圣公会议准备讨论的那些事情；可以自由且安全地前来
参加这次基督教圣公会议，可以在那里停留和暂居；可以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提交建议，而且想提多少
条建议就可以提多少条；可以与教父们进行协商，也可以与由本圣公会议选派的人士进行讨论，而且，

在与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不得有任何的谩骂和侮辱行为；不论何时，只要他们有意，可随时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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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ｎｔ，ｐ．９１．不过，这份 “通行许可”中最为明显的问题之一就是，它只赋予新教徒 “聆听”权和讨
论权，而闭口不谈新教徒在审议有关教规教令时的投票权和表决权。因此，虽然在特兰特会议第二阶
段期间有几位新教徒代表到达了特兰特会议现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特兰特会议的 “纯天主教”性质。

至于会议期间出现的各种争执，则都是在天主教这一基本框架之中产生的。也正因如此，后世的各新
教派别一直不承认特兰特会议是 “圣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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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的地方教会 （或者说民族教会）① 的自主权也将获得新的生机。

不过，与这种 “全盘认可”的做法相映成趣的是，１５６４年１月２６日，亦即在庇护四世对特

兰特会议文件做出 “全部批准”的决定之日，罗马教廷又另行公布了大异其趣的 “依天意而为

教宗的吾等至圣之主庇护四世就确认特兰特圣公会议所颁之谕令”。在该谕令中，庇护四世虽然

也要求所有天主教徒必须遵守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教令，但是，其真正主旨却如该谕令所言：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对这一决定有一更清楚的了解，朕特意通过目前这份谕函之中所述内容来

对那些教令予以批准确认，并通过目前这份谕函之中所述内容来对一切人等做出规定，要求他

们必须接受并遵守那些教令。”② 很显然，这份谕令之中的 “所述内容”才是理解和执行特兰特

会议所颁教规教令的基石，任何人都不能偏离这一谕令去理解 “特兰特”。实际上，教宗的这份

谕令已经成为凌驾于特兰特会议所颁一切教规教令之上的最高指示，其根本用意在于垄断对特

兰特会议教规教令的解释权。庇护四世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达此目的。

其一，强调特兰特会议赋予教宗的特权。如前所述，在特兰特会议所颁教规教令中，与教

宗特权和教宗制度有关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杂糅性。然而，在１５６４年１月２６日颁布的这份谕令

中，教宗闭口不谈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所作的各种制约，相反，他却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特

兰特会议对教宗的 “尊崇”方面。谕令写道：“在一次公开的全体会议上，此次圣公会议本身制

定了一份教令，请求朕对此次圣公会议在朕当政时期以及朕的两位前任当政时期制定的所有教

令予以批准确认；这种做法既是此次圣公会议对教廷的尊重，同时也是在因循古代圣公会议的

传统做法。”然后，谕令又以明确的口吻规定只有罗马教廷才有权对特兰特会议的文件进行解

释，而且再次强调这一权力也是特兰特会议本身赋予教宗及教廷的：“不论何人，如果他认为此

次圣公会议所颁教令在某些地方存在表述不清、界定模糊之类的问题，而且，基于这一缘由，

如果他认为需要对之做出某些阐释或决断的话，那么……要让他前往教廷那里以求解决之道，

教廷乃是所有信徒的女主人，对于其权威，此次圣公会议亦以非常敬重的方式予以了承认……

在那些教令问题上，如果出现什么难题或争议，其解释权和决断权悉归于朕，这一点也是此次

圣公会议本身所明确规定了的。”另外，谕令还依据特兰特会议的某些规定而将天主教会的一切

事务笼而统之地纳入教宗及教廷的掌控之中，关于这一点，谕令是这样表述的：“此次圣公会议

还非常恰当地将以下事情委托给朕，即，对于所有教省而言，如果出现各种急需解决的问题，

朕都将依据自己的判断，随时为之提供最为合适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朕宣布，在以上这些

问题上，不论有人试图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不论做出这些举动的是什么样的权威，也不论其行

为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只要是与以上规定相左的，均属无效。”

其二，严禁他人对特兰特会议成果擅自进行阐释。这是与教廷垄断会议文件解释权相辅相

成的规定。首先，谕令阐释了作此规定的缘由：“假如允许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此次圣公

会议所颁教令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解释，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歪曲和混乱现象。”其次，阐明了这一

规定的具体内容：“对于所有人而言……如果未经朕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擅自以任何方式对此

次圣公会议所颁教令发表任何形式的评论、注解、评注、附注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阐释，不得

以任何名义就这些教令问题做出任何决定，不得以某某做法能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这些教令的信

仰或某某做法将有助于这些教令的贯彻实施为借口而做出任何决定，也不得打着任何其他的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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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以其他任何借口就这些教令问题做出任何决定。”为了保证这一规定能够得到遵守，谕令对
违反者施以严厉的处罚：“如果违规者是高级教士，那么，他将被禁止进入教会；至于其他人，

不论其拥有什么样的身份，都将依其行为本身而被处以绝罚。”

从庇护四世的这份谕令可以明显看出，此前对会议文件所作的 “全盘认可”只是战略上的
权宜之计。在充分利用会议赋予教宗各种权力的前提下，庇护四世已经将那些有可能令教宗及
教廷陷入尴尬的条文推到了幕后。不仅如此，在教宗的这份谕令中，特兰特会议已经摇身一变，

其原本颇为复杂的多面形象已经转而演变为全面支持罗马教宗、赋予罗马教宗以一切权力的一
次会议。在以后的岁月中，罗马教廷虽然遇到了地方主教以及世俗力量的抵制，但它却在 “特
兰特大旗”的护卫下逐步稳住阵脚，进而将天主教会的圣统制发展到了极致。

根据以上所述，不难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回答。在教宗特权及教宗
制度问题上，特兰特会议虽然比较谨慎，但也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无所作为。在这个问
题上，特兰特会议之所以给人以无所作为的印象，其重要原因在于罗马教廷迅速控制了对特兰
特会议文件的解释权，而且，对于一切存有争议的问题，罗马教廷几乎毫无例外地通过采取
“不予讨论”的做法而予以搁置。① 在这种绝对权威的绝对控制下，人们也就只能随着罗马教廷
的解释而人云亦云。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对于处在教宗版本的 “特兰特体系”笼
罩之下的近现代社会而言，对特兰特会议的本原缺乏完整的认识，似乎情有可原。然而，随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简称 “梵二会议”）的召开，绵延４００年之久的 “特兰
特体系”在天主教世界已经基本瓦解，人们已经可以自由地对特兰特会议文件进行深入的研究
和解读。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特兰特会议的认识还停留在原有层面，那只能说明我们尚未真
正走进特兰特会议文件的深处，尚未真正理解当年特兰特会议参加者在成分上的复杂性以及他
们在教宗制度上的矛盾心态。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对特兰特会议的理解就仍将处于误读状
态，对近现代天主教会史的理解也就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误差。

〔作者陈文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责任编辑：舒建军　周学军　责任编审：姚玉民）

·３２１·

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态度

①

②

参见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Ａｌｂｅｒｉｇｏ，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ｉｎ　Ｊｏｈｎ　Ｗ．ＯＭａｌｌｅｙ，ｅｄ．，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Ｌｏｕｉｓ，Ｍｏ．：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８，ｐｐ．
２１９－２２３．
特兰特会议本身以及后世逐步演绎形成的 “特兰特体系”的确具有深远的影响，即便在 “梵二会议”

之后的当代社会，天主教会也没有完全走出特兰特会议的影子。但是，在此之后，对特兰特会议文献
的研究和解读已不再成为禁忌。参见Ｊｏｓｅｐｈ　Ａ．Ｋｏｍｏｎｃｈａｋ，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Ｖａｔ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Ｆ．Ｂｕ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Ｊ．Ｐａｒｒｅｌｌａ，ｅｄｓ．，Ｆｒｏｍ　Ｔｒｅｎｔ　ｔｏ　Ｖａｔｉｃａｎ　Ｉ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６１－８０．



ｄｏｕｂｌ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ｎａｍ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ｕｐｐ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ｎ　ａｎｄ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ａ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ａ　Ｔｏｗｎ　Ｎａｍ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ｍｐｌｅｓ＂ｔｏａ　Ｔ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Ｇｒｅｗ　Ｏｕ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ｌｅ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ａｎｘｉ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Ｗｕ　Ｔａｏ（５４）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ｔｔｌｅｄ，Ｎａｎｘｉ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ｈａｓ　ｈａｄ　ａｎ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ｉｅｓ．Ｏｖｅｒ　ａ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　ｕｐｏｎ　ｌａｙｅｒ，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ｆｒｏｍａ
ｔ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ｎａｍ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ａ　ｔ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ｇｒｅｗ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ａ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Ｔｈｅ
Ｎａｎｘｉａｎｇ　Ｔｅｍｐｌｅ，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ｍｐｌｅｓ＂ｉｎ　Ｎａｎｘｉａｎｇ　Ｔｏｗｎ，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ｏｋ
ｐａｒｔ　ｉ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ｎｘｉ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ｉ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ｇｒｅｗ　ｆｒｏｍ　ａ　ｍｅｒ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ｅ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Ｎａｎｘｉ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ｗ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ｃａ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ａｎｄ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ｉ（７１）

Ｄｒ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ａｕ，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ｉａｎｇ　Ｗｕ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ｈ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ｃａ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ｅａｌｏｕｓ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ｈｉ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ｆｉｎｄ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ｆｏｒ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Ｓｕｎ　ｒｅｇｒｅｔｆｕｌｌｙ　ｌｅｆｔ　Ｍａｃａｕ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１８９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１１，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ｉｎ　Ｍａｃａｕ，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ｕ　Ｌｉｍ　Ｌｏｋ　ａｎｄ　ｈｉ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ｇａｉｎｅｄ　ａ　ｎｅ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Ｓｕｎｓ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ｈｅｙ　ｅｖｅｎ　ｊｏ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ｒ　ＫＭＴ，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ａｕ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ｃａ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ＭＴ　Ｐａｒｔｙ　Ｃｅｌｌｓ（１９２４－１９４９） Ｘｕ　Ｘｉｕｌｉ（８８）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ＫＭＴ）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ｓｅｃｒｅｔ　ＫＭＴ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ｎｏｎ－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ｅ　ｗｅ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ＫＭＴ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ｎ　ｏｖｅｒ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ｅｒｓ，ａｔｔａｃｋ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ａｂｓｏｒｂ　ｎｅｗ
ｍｅｍｂｅｒｓ，ｅｔｃ．，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ｎｏｎ－ｐａｒｔ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　ｃｅｌｌ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ｍｙ．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ｒ　ｆｏｃｕｓ　ｗａｓ　ｏｎ
ｍａ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ｇｏａｌ　ｓｏ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ｆｏｃｕｓ　ｓｈａｒ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Ｐａｒｔｙ　ｃｅｌｌｓ　ｈａｄ　ａ　ｌｏ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ＫＭＴ　ａｎｄ　ｇａｉｎｅｄ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ｏｐ
ｌｅａｄｅｒｓ．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ｙ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ＫＭ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ａｃ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　 Ｃｈｅｎ　Ｗｅｎｈａｉ（１０６）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　ｗａ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ｒｅｖｉｌ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ｅｄ　ｅｖｉ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ｍｏｎｇ

·１９１·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１，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ａｃｙ．Ｂｕｔ　ｉｎ　ｆａｃｔ，ｉｆ　ｗ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ｔ　ｃａｎ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ｏｎｔａｉｎ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ａｃｙ，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ｌｙ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ｍ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ａｌ　Ｃｕｒｉａ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Ｎｇｕｙｅ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Ｙｕ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１２４）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ｔｏ　Ｈａ　Ｃｈａｕ　ａｎｄ　Ｔｉｅｕ　Ｔａｙ　Ｄｕ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ｇｕｙｅ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ｉｌ．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ｃｌｕ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ｔｈ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ｒｓ　ｗａｓ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Ｈａ　Ｃｈａｕ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ｅｕ　Ｔａｙ　Ｄｕｏｎｇ，ｔｈｅｙ　ｗｅｎｔ
ｔｏ　Ｋｏｌｋａｔａ（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Ｔｈｅ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ｈａ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ｏ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ｖ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Ｎｇｕｙｅ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ｔｏ　ｇｏ　ａｂｒｏａｄ　ｏ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ａｎ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ｙ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Ｂｕ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ｃｋ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ｆｅ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ｃｏｌｏ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ｏｆ　１８９４：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ｐｉｎｇ（１４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ｆ　ｗｅ　ｃｏｍｂ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ｍａｊｏｒ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ａｒｍｙ　ｌｏｇ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　ｆｉｎｄ　ａｍｐ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ｓｉｓ．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ｌｉｔｅ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ｏｆ
１８９４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ａｔ　ｅｍｂｏｌｄｅｎ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ｔｈｅ　ｗａｒ；ｉｔ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ｕｏ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ｔｅｍｐｔ，＂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ｆｅａ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ａ　ｆｉｘｅｄ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ｉｎｖａ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ｎａ，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ｕｏｕ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　ｗａ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ｔｈｕｓ
ｆｕｒ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Ｚｈｉｒｉ （质日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ｅｌｕ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ａｎ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　Ｎｏｔ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Ｂｏｏｋｓ　 Ｌｉ　Ｚｈｏｎｇｌｉｎ（１６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ｅｎ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ｉ　Ｊｉｎｚｈｅｎｇ（１７１





·２９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